
冷战后官方发展援助的决定因素

何　帆　唐岳华

　　自二战结束之后 , 对外发展援助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渐重要 , 成为服

务于国家战略利益、改善国际环境 , 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 以及维护

世界和地区经济稳定的重要政策工具。对外发展援助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

一直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近年来 ,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 中国对外

援助的目标、功能和手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数额逐步增

加 , 在世界对外援助体系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 , 研究发达国家

的外援政策与外援实践 , 将有助于中国制定成熟的对外发展援助战略。

一、既有研究回顾

战后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类型包括官方发展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

军事援助等等。其中 , 官方发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 ssistances, 下文

简称 ODA ) 是战后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主体。按照目前的定义 , ODA是由

官方机构 (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或其执行机构 ) 向发展中国家 (受援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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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国家和地区 ) 以及多边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目前 , 几乎

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对外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其中 , 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 发展援助委员会 (发援委 ) 是当今国际社会发

展援助领域的主导机构之一。发援委的 22个成员国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主要的

ODA援助国 ,① 在对外发展援助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从研究内容上看 , 有关发展援助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主

要关注援助政策对受援国的效果 , 即能否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社

会发展 ; ② 目前 , 国内学者尤其是国际政治学者对发展援助问题的研究大多

属于此类。比如 , 周弘对对外援助领域的几种主要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

提出援助国不仅占有资金、技术、设备等硬件方面的优势 , 而且还具有管理

经验和人文观念等软力量 , 因此援助国可以借助外援资金流动的网络向发展

中国家进行多层次的扩散和渗透。③

另一类文献则是研究对外援助政策的决定因素 , 即国家为什么提供援

助。④ 例如 , 刘丽云对对外发展援助背后体现出的国际政治思想进行了分析 ,

指出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发展援助动因和方向有不同的影响。

具体来讲 , 有关发展援助决定因素的研究又可分为三类 : 一是双边发展援助

分配的决定因素 , 即各援助国对哪些国家提供援助、提供多少援助及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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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 共有 23个成员 , 分别是澳大利

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欧盟委员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

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其中 , 欧盟委员会

并非一个国家 , 本文中所涉及的 DAC的 22个成员国是指除欧盟委员会以外的 22个国家。

支持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著作可参阅 Jeffrey Sachs, End of Pov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 反对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著作可见 W illiam Easterly, The W hite M an’s B urden (New York: Pen2
guin Press, 2006)。

周弘 :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 《欧洲》2002年第 3期 , 第 1—12页。

刘丽云 : 《国际政治学理论视角下的对外援助》, 《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 10期 , 第 83—

88页。



因素等问题①; 二是多边发展援助的决定因素②; 三是援助国总体援助水平的

决定因素 , 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援助国总体援助水平的决定因素问题 , 本恩托克 (M ichael Been2
stock)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发现 , 援助国的援助决策与该国的一系列宏观

经济指标包括失业率、国际收支状况、中央财政预算状况以及 GNP增长率有

紧密关系。其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尽管用多元回归方法可以认为失业率、

中央财政预算状况是一国 ODA总规模的重要解释变量 , 但是这一结论能否被

其它方法证明 ? 从数据特点看 , 如果我们分析不同国家在一段时期中的总体

对外援助 , 则这些数据是面板数据 , 更宜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事实上 , 博

希尼 (Anne Boschini) 等人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指出 , 失业率、中央财政预算

状况对 ODA并没有影响③, 从而挑战了本恩托克的观点。希西多 ( Shuntaro

Shishido) 和米拿托 (Naonobu M inato) 则对 G7国家发展援助总规模的决定

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 , 结果显示 , 各国 ODA总规模可以用各国的名义国民生

产总值、经常项目余额、汇率、国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五个变量来解

释。④ 但他们的分析存在三个问题 : 首先 , 其使用的是各国 ODA净额 ,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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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sina and Dollar,“Who Gives Foreign A id to Whom and Why?”Journal of Econom ic G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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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值 , 没有对 ODA数据相对于各国经济规模进行调整 , 即没有排除国家

经济规模差异的影响 ; 其次 , 他们是先对 G7国家的数据分别回归后再进行

比较分析 , 并没有进行统一的面板数据分析 , 也没有把其它重要发达援助国

(如瑞典、丹麦等国家 ) 纳入其分析范畴 ; 第三 , 他们考查的是 1979至 1990

年的数据 , 无法反应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社会对外发展援助的结构性变化。

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 , 博希尼首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分析了 1970至

1997年 17个 DAC成员国的数据 , 对冷战结束是否为 20世纪 90年代发达国

家发展援助大幅下降的原因进行了经验研究①。其研究使用援助国人均 GDP、

人口数量、敌对国家的军事开支、上一年度发展援助总额以及一系列控制变

量来解释 17个援助国的援助总额 , 发现冷战期间 ( 20世纪 70和 80年代 )

发展援助总规模与东方阵营的军事开支呈明显的正向关系②, 但冷战结束后

(20世纪 90年代 ) 二者之间不再存在这种正向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 冷

战结束使得发达国家发展援助失去了一个重要动机 , 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大幅

削减了发展援助的总规模。但是 , 博希尼的分析也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是数

据局限 , 他们只使用了 1990至 199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 没有考虑冷战结束

至今国际社会发展援助的变化 ; 其次 , 他们存在着与希西多和米拿托相同的

问题 , 即都没有对 ODA数据相对于各国经济规模进行调整 , 没有排除国家经

济规模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 , 本文将试图从定量研究的角度探讨一国对外

发展援助的总体规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 1990至 2005年 DAC21

个成员国的数据 , 将当今世界所有主要发达援助国纳入分析范畴 , 建立统一

的计量模型 , 采用最新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 , 考察对冷战结束后发达国

家发展援助相对规模 (ODA / GN I比例 ) 的决定因素。本文之所以没有应用

多元回归而采用面板数据回归 , 原因在于使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 , 而应用面

板数据模型可以得出更为合理的结论。

本文将首先对发援委国家冷战结束后 ODA的总体概况进行简要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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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希尼 (Boschini) 选取的 17个 DAC成员国是 :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博希尼所指的东方阵营国家为前 《华沙条约》的成员国。



之后根据有关的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理论 , 从援助国角度对影响 ODA相对规模

的因素提出若干假设 , 并通过散点图进行简要分析 ; 在这些假设和分析的基

础上再建立一个 ODA相对规模决定因素模型 , 并使用 21个发援委成员国

1990至 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 ① 最后我们根据分析结果对中国

对外发展援助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二、冷战后国际官方发展援助的规模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 , 援助国援助政策、援助对象和援助方式都随

之经历着调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 , 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动机和规模发生

了显著变化 , 从冷战期间主要由意识形态主导转变为由多方面因素决定。

统计显示 , 1992至 1997年发援委 22个成员国的对外援助总额呈不断下降的

趋势 , 这种低迷状态持续到 2001年。从 2001年起 , 发援委国家 ODA总额开始快

速增长 , 2002至 2005年连续四年的增长率都在 10%以上。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 1068亿美元 , 几乎是 2001年 524亿美元的两倍。

但是到 2006年 , 根据经合组织公布的初步数据 , 受美国和日本援助规模下降的影

响 , 2006年发援委国家 ODA总额也略有下降 , 为 1039亿美元 (见图—1)。

图—1发援委成员国 ODA总额 ( 1990 - 2006年 )

数据来源 : OECD’s DAC and CRS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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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除欧盟委员会以外有 22个成员国 , 由于数据缺乏 , 希腊没有被计算在内。



从单个国家援助总金额来看 , 2005年美国仍是最大的援助国 , 其后为日

本、英国、德国和法国。2005年 , 发援委所有成员国 ODA总规模为 106718

亿美元 , 其中美国 ODA总量为 27612亿美元 , 占发援委援助总量的 25187% ;

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的 ODA分别为 13115亿美元、10717亿美元、10018

亿美元和 10013亿美元 , 分别占发援委援助总量的 12131%、 10108%、

9144%和 9139% ; 排名前五位国家的 ODA总和占 DAC援助总规模的比例高

达 6711% (见图—2)。由此可以看出 , 在目前对外援助体系下 , 世界官方发

展援助仍主要由少数几个发达强国提供。

图—2 2005年发援委各成员国 ODA规模

数据来源 : OECD’s DAC and CRS databases。

官方发展援助与国民总收入 ( GN I) 的比例是衡量对外援助支出的重要

指标。2005年援助国的平均比率为 0133% , 已基本恢复到 1980至 1992年平

均值 0133%的水平 , 但与联合国设定的 017%目标水平仍相差很远。如图—3

所示 , 2005年 22个 DAC成员国 ODA / GN I比例的平均值为 0147% , 与联合

国设定的 017%目标水平同样相差甚远。根据 OECD公布的 2005年的数据 ,

ODA /GN I比例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 , 其

ODA /GN I比例均超过联合国 “蒙特雷共识 ”所要求的 017% , 分别为

0194%、0194%、0182%、0182%和 0181% , 远高于 DAC国家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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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而美国、葡萄牙和希腊为 ODA / GN I比例最低的三个国家 , 分别只

有 0122%、0121%和 0117% (见图—3)。

图—3 2005年 DAC各成员国的 ODA /GN I比例

数据来源 : OECD’s DAC and CRS databases。

三、官方发展援助的决定因素

由于国家规模大小的不同 , 其 ODA的总规模差别巨大。为了排除国家规模

差异的影响 , 我们主要考察影响各主要发达援助国 ODA占其 GN I比重的因素。

鉴于我们主要考察一国援助的总体规模 , 并不考察其援助的形式和援助

的对象 , 因此我们着重从援助国方面去解释该国 ODA的总体规模。国际政治

学中的现实主义认为对外援助是为了促进本国的安全和主权 , 抵御国际环境

中的敌对势力。摩根索认为 , “对外援助政策与外交、军事、宣传等没什么

区别 , 它们都是国家 ‘军械库’里的武器装备。”①从这一角度来看 , 那些在

国际政治体系中处于霸主地位或寻求霸主地位的国家会更加热衷对外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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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ns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reign A id,”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
56, No1 2, 19621



因此 , 一国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一国对外经济扩张的程度 ,

以及是否曾经是殖民国家 , 都会影响到其对外援助的规模。但是 , 内政同样

会影响外交 , 很多学者指出 , 一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和特点 , 在很大程度上是

受其国内政治体制、国内政治博弈影响的。① 根据这一思想 , 一国的财政收

入、以及财政支出的结构 , 尤其是用于公共开支的比例 , 都会影响该国的对

外发展援助 , 因为国内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会反映在财政预算之中。综合这

些考虑 , 我们认为 , 人均 GDP、经济地位、财政收入、国内公共财政支出、

财政赤字状况、经济开放度和历史因素 (是否为殖民宗主国等 ) 等可能是影

响一国 ODA相对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 ,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七个假说 :

1. 假说一 : 一国 ODA / GN I比例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

2. 假说二 : 一国 ODA / GN I比例与其经济地位相关 ;

3. 假说三 : 一国 ODA / GN I比例与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相关 ;

4. 假说四 : 一国 ODA / GN I比例与国内公共支出占 GDP的比重相关 ;

5. 假说五 : 一国 ODA / GN I比例与财政盈余或赤字占 GDP比重相关 ;

6. 假说六 : 一国 ODA / GN I比例与该国贸易和对外投资占 GDP的比

重相关 ;

7. 假说七 : 一国 ODA / GN I比例与历史因素 (是否为殖民宗主国等 )

相关。

(一 ) 假说一 : 一国 ODA总体规模占 GN I的比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经济发展水平是一国进行对外发展援助的内在支撑。国家在自身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 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对外发展援助显然是不现实的。因

此 , 一国人均 GDP与其投入的 ODA是成正比的 , 即人均 GDP越高 , 其 ODA

占 GN I的比例也就越高 , 这在散点图 (图—4) 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05

年 ODA /GN I比例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

而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 2005年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五国

人均 GDP均处于中上水平 , 分别高达 32111美元、47207美元、3512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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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roll Lancaster, Foreign A id: D iplom acy, D evelopm ent, D om estic Politic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



70245美元和 34137美元① , 其中卢森堡和挪威是 OECD成员国中人均 GDP

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上面简单的分析表明 , 经济发展水平是对外发展援助

的内在支撑 , 富国进行对外发展援助的倾向似乎更明显。

图—4 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 /GN I比例与人均 GD P

(二 ) 假说二 : 一国 ODA总体规模占 GN I的比重与其经济地位相关

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般用该国 GDP占世界 GDP的比例来衡量 ,

本文研究的国家均为经合组织国家 , 因此我们首先用一国 GDP占 OECD所有

成员国 GDP总量的比例来衡量 , 然后再用一国 GDP占世界 GDP总量的比例

来衡量。一般来说 , 一国经济地位越靠前 , 霸权地位越明显 , 其对外发展援

助的总体规模越大。2005年 , 发援委所有成员国 ODA总规模为 106718亿美

元 , 其中美国 ODA总量为 27612亿美元 , 占 DAC总量的 25187% ; 日本、英

国、德国和法国的 ODA分别 13115亿美元、10717亿美元、10018亿美元和

10013亿美元 ; 排名前五位的五个国家的 ODA总和占发援委援助总规模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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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均 GDP的数据是由 OECD根据当前价格和购买力平价 ( PPPs) 汇率计算而得。



例高达 6711%。

对 2005年 21个发援委国家的 ODA / GN I比例进行简单考查可以发现 , 大

部分 DAC国家对外发展援助的相对规模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呈现出正比

关系 , 即一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要 , 对外援助的相对规模也越大。

但是 , 美国和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大国 , 2005年 GDP占经

合组织国家 GDP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37123%和 11183% , 占世界 GDP总量的

份额分别为 19197%和 6144% , 但其 ODA占其 GN I的比例分别为 0122%和

0128% , 远低于发援委国家平均水平 0133% , 在所有发援委国家中分列倒数

第三和第七位。这说明世界主要霸权国家对外发展援助的相对规模与其经济

实力并不相称 (如图—5、图—6所示 )。

图—5 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 /GN I比例与 GD P占经合组织国家 GD P总量的比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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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注释 , 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 GDP总量中不包括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

文尼亚四个国家。



图—6 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 /GN I比例与 GD P占全球份额 ①

(三 ) 假说三 : 一国 ODA /GN I比例与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相关

官方发展援助是各国政府财政支出的一部分 , 一国政府的 ODA支出必须

以其财政收入为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在其财政实力雄厚的前提下 , 才有可能

对外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因此 , 我们认为 , ODA占 GN I的比重与财政税收

占 GDP的比重成正比 , 即财政税收占 GDP的比重越高 , 说明该国政府财力

越雄厚 , 该国政府 ODA / GN I的比例也越高 (如图—7所示 )。2004年 ODA /

GN I比例最高的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典和荷兰五个国家中 , ODA / GN I的

比例分别为 0187%、0185%、0183%、0178%和 0173% , 2004年其财政收入

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 5014%、44%、3715%、3718%和 4818% , 均明显高

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3519%。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当中 , 瑞典和丹麦是

财政税收占 GDP比重最高的两个国家。② 也就是说 , 财政实力雄厚的国家对

外进行发展援助的倾向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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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5年各国 GDP占全球 GDP份额的数据为 IMF估计数据。

使用 2004年的数据是因为 OECD’s DAC and CRS databases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 2004年。



图—7 2004年发援委国家 ODA /GN I比例与财政税收占 GD P的比重

(四 ) 假说四 : 一国 ODA /GN I比例与国内公共支出占 GDP的比重相关

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的比重是一项衡量一国政府对维持贫困或弱势群体

基本生活水平的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① 在民主制度之下 , 如果一国选民较

为关注反对贫困和帮助弱势群体等政治目标 , 政府扩大对外发展援助的行为

才更有可能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因此 , ODA / GN I比例与其国内公共社会支

出占 GDP的比重是成正比关系的。如图—8所示 , 2003年 ODA / GN I比例最

高的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典和荷兰五个国家 , ODA / GN I的比例分别为

0192%、0184%、0181%、018%和 018% , 其国内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的比

重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 分别为 2511%、2716%、2212%、3113%和 2017% ,

其中瑞典为经合组织国家中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的比重最高的国家。②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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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OECD的定义 , 公共社会支出包括各种形式的现金补助、直接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形式的

实物补助以及因社会目标而进行的减税。公共社会支出的资金流由各级政府 (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 , 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基金 ) 管理 , 仅包括与社会公共福利相关的支出 , 不包括由私人慈善机构提供

的类似福利服务。一般说来 , 当今公共社会支出的三个主要流向是养老保险 (约为 GDP的 8% )、卫

生领域 (约为 GDP的 6% ) 和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转移 (约为 GDP的 5% )。

使用 2003年的数据是因为经合组织发援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 2003年。



一国公共社会支出相对规模越大 , 该国对外援助相对支出也越多。

图—8 2003年发援委国家 ODA /GN I比例与公共社会支出占 GD P的比重

(五 ) 假说五 : 一国 ODA /GN I比例与财政盈余或赤字占 GDP比重相关

一国国内的财政收支状况可能会影响其 ODA的规模 , 即若一国拥有大量

的财政盈余 , 占其 GDP比例较高 , 则其可以提供更大规模的 ODA; 若一国

财政处于赤字状态 , 则其提供的 ODA规模可能受到限制。因此 , 一国财政净

收入占其 GDP的比例越高 , 其 ODA / GN I比例也越高 (如图—9所示 )。2005

年 , 挪威、丹麦和瑞典为 ODA / GN I比例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 , 其财政盈余

占 GDP的比例分别高达 1612%、416%和 218% , 而同期经合组织所有国家

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是 - 217%。2005年 , 葡萄牙、日本、希腊和意大利为

DAC成员国中财政赤字最严重的四个国家 , 财政赤字占 GDP的比重分别

- 6%、- 513%、 - 511%和 - 413% , 其 ODA /GN I比例也都属于最低水平之

列 , 分别为 0121%、0128%、0117%和 0129% , 明显低于 DAC所有国家

0133%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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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 /GN I比例与政府财政赤字或盈余占 GD P的比重

(六 ) 假说六 : 一国 ODA /GN I比例与该国开放度或对外投资占 GDP的

　 　比重相关

　　一国进行对外发展援助可能由于其外交政治考虑 , 也可能是由于确保其

贸易和投资利益等经济因素的考虑 , 同时也可能是两种因素的结合。如果一

国与世界各地存在广泛的国际贸易联系或者该国在世界其它地区有大量的直

接投资 , 并且这种贸易和投资对该国至关重要 , 则该国很有可能会为这些地

区的国家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 , 以确保其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利益。考虑到数

据的可得性 , 本文只考察 ODA /GN I比例与该国国际贸易占 GDP比重 (即经

济开放度 ) 之间的关系 (如图—10所示 )。发援委成员国中开放度最高的四

个国家是卢森堡、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 , 2005年这些国家开放度分别为

14816% 、86% 、7419%和 6611% , 而 2005年这些国家的 ODA / GN I比例也

处于较高水平之列 , 分别为 0182%、0153% 、0142%和 0182%。而发援委成

员国中开放度最低的四个国家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希腊 , 2005年这些

国家开放度分别为 1314% 、1318%、21% 和 22% , 而 2005年其 ODA /G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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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也处于最低水平之列 , 分别为 0122%、0128% 、0125%和 0117%。

图—10 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 /GN I比例与开放度

(七 )假说七 :一国 ODA /GN I比例与历史因素 (是否为殖民宗主国等 )相关

一国 ODA / GN I比例还与该国历史因素有关 , 例如该国历史上是否是殖

民宗主国 , 因为殖民宗主国与其殖民地国家有着更多的战略利益相关性 , 倾

向于对其原殖民地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另外 , 还有一些其它的历史因素 ,

例如美国出于其战略利益考虑 , 一直以来对中东地区 (尤其是以色列和埃及

等国 ) 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

四、ODA决定因素模型的设定与数据来源

根据前文的假设和对散点图的简要分析 , 我们可以认为 , 一国 ODA占

GN I的份额可以由该国人均 GDP、经济地位、财政收入、国内公共财政支出、

财政赤字状况、经济开放度和历史因素 (是否为殖民宗主国等 ) 等因素来解

释。下文将通过分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21个成员国 1990年—2005

年间的面板数据 ,考查发达国发展援助相对规模的决定因素及其有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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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

(一 ) 建立 ODA相对规模决定因素模型

本文旨在考查各解释变量对 ODA相对规模的影响 , 因而可以把各援助国

之间的个体影响通过截距项的不同来体现。因此 ,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

ODA决定因素变截距模型 :

A ID j, t =αj +β1 GD PPCj, t +β2 GD PSH j, t +β3 TAXH j, t +β4 PUBSHj, t

+β5 D EFSH j, t +β6 O PESHj, t +β7 COLO j, t + uj, t 111111111 (1)

其中 , A ID为各国 ODA占 GN I的比重 , 单位为万分之一 ; GDPPC为各

国人均 GDP, 单位为 1000美元 ; GDPSH为各国 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 单

位为百分之一 ; TAXSH为各国财政税收占 GDP的比重 , 单位为百分之一 ;

PUBSH为各国公共社会支出占各国 GDP的比重 , 单位为百分之一 ; DEFSH

为各国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占 GDP的比重 , 单位为百分之一 ; OPESH为各国

经济开放度 , 单位为百分之一 ; COLO为虚拟变量 , 用 0和 1表示 , 其中 1

表示曾经是殖民宗主国 ; u为残差项。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 , 本文建立的是变截距模型 , 即把各援助国之间的个

体影响通过截距项的不同来体现 , 从而考查各解释变量对 ODA相对规模的影

响。但是该模型具体是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 Fixed Effect) 还是随机效应变

截距模型 (Random Effect) , 则需要通过豪斯曼 (Hausman) 检验来判断。

如果是固定效应模型 , 则模型表达式为 :

A ID j, t =α+αj
3 +β1 GD PPCj, t +β2 GD PSHj, t +β3 TAXHj, t +β4 PUB SH j, t

+β5 D EFSH j, t +β6 O PESHj, t +β7 COLO j, t + uj, t 1111111111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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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考查的 21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

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

美国。除欧盟委员会以外 , DAC有 22个成员国 , 其中因数据缺乏 , 未将希腊计算在内。



其中 , 为截距项中的常数项部分 , 所有国家均相等 ; 为跨截面变化的常

数 , 体现各国的个体影响。

如果是随机效应模型 , 则其公式设定如下 :

A ID j, t =α+β1 GD PPCj, t +β2 GD PSHj, t +β3 TAXHj, t +β4 PUB SH j, t

+β5 D EFSH j, t +β6 O PESHj, t +β7 COLO j, t + vj + uj, t 111111111 (3)

其中 , 为截距中的常数项部分 , 所有国家均相等 ; 而 为截距中的随机变

量部分 , 代表各国的个体随机影响。

(二 )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中 , 21个国家 ODA占 GN I比重①、人均 GDP、财政税

收占 GDP比重、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财政盈余或赤字占 GDP比重以

及经济开放度六项均来自 OECD统计数据。另外 , 21个国家 GDP占世界

GDP总量的数据来自 IMF’sW EO Database。各国是否为殖民宗主国则是参照

阿森 (R1 Ahsan) 的标准。②为了本文分析需要 , 本文将数据进行两年平均 ,

共分为八期 , 即 1990—1991年、 1992—1993年、 1994—1995年、 1996—

1997年、1998—1999年、2000—2001年、2002—2003年、2004—2005年。③

表—1对本文研究的各项数据统计量进行了概要地描述 , 除公共社会支

出占 GDP的比重外 , 其它各项指标的观测值均为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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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 ODA占 GN I比例一般在 1%以下 , 单位取百分之一时得到的数据较小 , 所以在进行

计量分析时取万分之一。

根据阿赫森 , 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均只有一个殖民地国家 , 本文按非殖民宗主国处理。见 R1
Ahsan,“The Determ ination of Foreign A id and Its Impact on Recip ient Countries,”Thesis for the D egree of

B achelor of A rts w ith Honors in Econom ics of W illiam s College, May 2007.

其中 , 财政税收占 GDP比重为 1990年至 2004年的数据 , 最后一期 ( 2004—2005年 ) 以

2004年的数据代替。而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为 1990至 2003年的数据 , 所以该项数据没有最后

一期平均数据 (2004—2005年 ) , 一共只有 7期。



表—1各项数据统计量

变量 观察值 组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ODA 168 21 4216339 2518785 115 10

GDPPC 168 21 2512761 718177 671544 1117995

GDPSH 168 21 215645 41565 211561 010505

TAXSH 168 21 3714414 618399 52135 2515

DEFSH 168 21 - 11592 318670 1416 - 1114

PUBSH 147 21 2117442 418968 3516 1113

OPESH 168 21 3814848 2413327 143125 813

注 : (1) ODA占 GN I的比重数据单位为万分之一 ; (2) 人均 GDP数据单位为 1000

美元 ; (3) 其余数据单位均为百分之一。

五、ODA决定因素模型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

(一 ) 变量相关性分析

鉴于从直观上判断 , 本文研究中各变量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

因此我们首先需检验各变量的相关性。

我们分别对 21个国家 7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 , 得到各国

ODA占 GN I的比重、人均 GDP、财政税收占 GDP的比重、公共社会支出占

各国 GDP的比重、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占 GDP的比重以及经济开放度七个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① 除个别国家个别变量相关系数大于 0198以外② ,

其它国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明显小于 0198。从总体上看 , 各变量并不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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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 21个国家的相关系数矩阵不一一提供 , 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其中 , 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人均 GDP与 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之间相关系数大

于 0198, 日本人均 GDP与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之间、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与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 0198。



(二 ) Hausman检验

本文模型具体是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还是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 , 可以通

过 Hausman检验来判断。在 Eviews 511中 , 只有随机效应估计结果下才可以

进行 Hausman检验。

因此 , 我们假设模型为随机效应模型 , 对 ( 3) 进行估计 , 得到的结果

如表 2第 ( 1 ) 列。然后再进行 Hausman检验 , 得 Hausman检验统计量

32106 (见表 2第 (1) 列 )。由此可知 , 本文应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当为固定效应模型时 , 无法对含有虚拟变量的方程进行估计 , 因此我们把虚

拟变量 COLO去掉 , 得调整后的模型如下 :

A ID j, t =α+α3
j +β1 GD PPCj, t +β2 GD PSH j, t +β3 TAXSH j, t +β4 PUB SHj, t

+β5 D EFSH j, t +β6 O PESH j, t + uj, t ⋯⋯⋯ (4)

(三 ) 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分析

考虑到各国对外援助的结构和决策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 可能存在

截面异方差 , 所以使用 GLS法 ( cross2section weights) 对固定效应模型 ( 4)

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第 (2 ) 列 , 为 019681, 而根据 t -统计量来判

断 , 6个解释变量系数以及截距项中的常数项只有 3个系数 ( GDPSH、DEF2

SH以及 OPESH ) 是显着 , 其余 4个估计系数均不显着 , 因此 , 初步判断变

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仔细考查 TAXSH (财政税收占 GDP比重 )、 PUBSH (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 ) 和 DEFSH (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占 GDP比重 ) 三个变量 , 发现存

在这样一个等式 :

DEFSH (财政盈余或赤字占 GDP比重 ) = TAXSH (财政税收占 GDP比

重 ) - PUBSH (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 ) +其它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

由此可知 , 这三个变量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 , 为了减

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 我们对估计模型 (4) 进行调整 , 只包含以

上三个变量中的两个变量 ,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新的估计模型 , 具体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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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如下 :

A ID j, tα+α3
j +β1 GD PPCj, t +β2 GD PSHj, t +β3 PUB SH j, t +β4 D EFSH j, t

+β5 O PESH j, t + uj, t 111111111 (5)

A ID j, tα+α3
j +β1 GD PPCj, t +β2 GD PSHj, t +β3 TAXSH j, t +β4 D EFSH j, t

+β5 O PESH j, t + uj, t 111111111 (6)

A ID j, tα+α3
j +β1 GD PPCj, t +β2 GD PSHj, t +β3 TAXSH j, t +β4 PUBSH j, t

+β5 O PESH j, t + uj, t 111111111 (7)

同样考虑到各国对外援助的结构和决策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 所以

继续使用 GLS法 ( cross2section w eigh ts) 对模型 ( 5)、 ( 6)、 (7) 进行估计 ,

得到的结果分别见表 2第 (3)、 (4)、 (5) 列。

模型 (5) 的估计结果为表 2第 (3) 列 , 为 01968, 但根据 t统计量的

结果 , GD PPC和 PUB SH2个解释变量系数以及截距项中的常数项统计上仍不

显着。

同样 , 模型 (6) 的估计结果为表 2第 (4) 列 , 为 01951, 但根据 t统

计量的结果 , TAXSH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截距项中的常数项统计上仍不显着。

而模型 (7) 的估计结果为表 2第 (5) 列 , 为 01968, 具体结果如下 :

A ID j, t =32139 +α3
j - 0138GDPPCj, t +9163GDPSHj, t - 1125TAXSHj, t +1109PUBSHj, t +0145OPESHj, t

(12101) 　 (0114) 　 　 (2159) 　 (0132) 　 (0133) 　 (0113)

R2 : 01968; AdjustedR2 : 019619

其中 , 为跨截面变化的常数 , 体现各国的个体影响。鉴于本文并不考查

各国的个体影响 , 因此结果从略。根据 t统计量的结果 , 5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和截距项中的常数项均在 1%的统计水平是显着的。因此 , 模型 (7) 是一个

能够较好地用援助国的各种因素来解释 ODA相对规模的模型。

由上面的估计结果可知 , 一国 ODA占 GN I比重与该国的经济地位、公

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以及经济开放度成正比 , 与该国人均 GDP水平和财

政收入成反比 ; 而财政盈余或者赤字水平对 ODA相对规模并没有影响。

具体来说 , 人均 GDP每增加 1000美元 , ODA占 GN I的比重将下降

010038个百分点 ; GDP占全球份额每上升 1个百分点 , ODA占 GN I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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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升 01096个百分点 ; 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 , ODA占

GN I的比重将下降 01013个百分点 ; 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每上升 1个百

分点 , ODA占 GN I的比重将上升 01011个百分点 ; 经济开放度每增加一个百

分点 , ODA占 GN I的比重将上升 010045个百分点。

表—2 ODA相对规模决定因素模型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固定或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 Fixed Effect Fixed Effect Fixed Effect Fixed Effect

常数项
- 1119912 - 2217268 - 1116678 - 211421 32138733
(1713906) (1410365) (111084) (131208) (1210062)

GDPPC
- 011431 011394 01068 0139213 - 0138333
(012194) (011726) (011646) (011291) (011408)

GDPSH
01557 11108173 1210293 1010393 9163213

(110169) (213832) (212842) (118236) (215856)

TAXSH
110856 3 3 015873 012286 - 1124913

(015218) (014507) (012945) (013206)

PUBSH
- 012982 - 015226 - 010692 1109033
(015509) (014278) (012567) (01332)

DEFSH
- 1142243 - 1169613 - 1144783 - 1166223
(013546) (012815) (012071) (012059)

OPESH
0153633 0150653 015273 0144683 0145253
(01138) (011235) (011233) (011076) (011258)

COLO
- 217678

(918619)

R2 012057 019681 019678 019511 019684

Adjusted R2 011657 019612 019611 019425 019619

F检验值 511426 14010159 14513563 11015205 14812401

Hausman检验值
3210616

(010000)

观测值 147 147 147 168 147

组数 21 21 21 21 21

　　注 : (1) 括号内为标准差 ; (2) 3 、3 3分别表示显着水平为 1%和 5%。

一国 ODA占 GN I比重与该国的经济地位成正比说明 , 一国经济地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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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其援助相对规模越大。但是 , 值得注意的是 , 世界主要霸权国家美国和

日本 ODA相对规模低于其它发达国家 , 而若干北欧小国的对外发展援助规模

则远高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比重 (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的

ODA /GN I比例都超过了 017% )。

一国 ODA占 GN I比重与该国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以及经济开放度

成正比 , 说明一国对外援助的相对规模既受政治因素影响 , 同时也受经济因

素影响 , 是经济和政治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一国 ODA占 GN I比重与该国人均 GDP水平和财政收入成反比则说明 ,

富国或者财政收入充裕的政府并不一定于比穷国或财政收入紧张的国家援助

倾向更强 , 相反可能更不愿意提供援助。这似乎与前面散点图分析的结果并

不一致。但进一步分析 2000至 2004年 5年期间的散点图 , 如果不考虑五个

ODA /GN I比例超过 017%国家 (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 ) , 其余

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其 ODA相对规模之间关系并不明显 , 没有表现出正向

关系 , 因此经验分析的结果与我们简单分析的结果其实并不冲突。此外 , 散

点图只考查两个变量的关系 , 没有考虑其它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 , 导致其结

论可能是有偏差的。

另外 , 财政盈余或者赤字水平对 ODA相对规模并没有影响 , 这主要是各

国政府的财政盈余或赤字水平主要是由国内各种因素决定的 , 而 ODA援助额

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较小 , 因此各国政府的财政盈余或赤字水平不会

影响 ODA的相对援助规模。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 经验分析结论

一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借助

21个 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在 1990至 2005年间的数据 , 利用计量模

型估计了影响对外援助支出相对规模的因素。分析表明 , 一国 ODA占 GN I

比重与该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以及经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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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度成正比 , 与该国人均 GDP水平和财政收入成反比。这说明 , 一国在全球

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要 , 对外援助相对支出越多 ; 一国选民对社会政策目

标越关注 , 该国的对外援助相对支出也越多 ; 但是 , 富国并非更乐善好施 ,

财政收入充裕的政府也不会比财政收入紧张的政府援助倾向更强。国际政治

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因素解释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经验支持 ,

这说明在冷战之后 , 各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指导思想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具体来说 , 人均 GDP每增加 1000美元 , ODA占 GN I的比重将下降

010038个百分点 ; GDP占全球份额每上升 1个百分点 , ODA占 GN I的比重

将上升 01096个百分点 ; 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 , ODA占

GN I的比重将下降 01013个百分点 ; 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每上升 1个百

分点 , ODA占 GN I的比重将上升 01011个百分点 ; 经济开放度每增加一个百

分点 , ODA占 GN I的比重将上升 010045个百分点。

(二 )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对外发展援助是中国可持续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 是中国经济外交

的具体实施措施之一。因此 , 中国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援助原则和措施。在

这方面 , 发达国家特别是 OECD的 DAC成员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上文对 DAC国家发展援助的初步分析给我们的启发是 , 一国对外援助的

最优规模应根据各国国内的具体情况而定。对中国而言 , 由于中国是一个正

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 , 其占全球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 , 而且目前中国是一

个对外开放程度相当高的国家 ;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责任的上升 , 因此中国

的对外援助支出必然会有相应的增加。随着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目标的提出 ,

我们还会看到对国内的公共社会支出和对贫穷国家的对外援助支出会同时增

加 , 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关心世界贫困国家人民福利的前提是关心本国人

民的社会福利。当国内的公众对社会目标更加关注之后 , 也会影响到该国的

政治家在更广泛的国际视野内实现大众所关注的目标。

近些年来 , 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援助越来越多 , 在对外援助上表现得

相当活跃。截至 2006年底 , 我国共向 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 ,

帮助受援国建成各类项目约 2000个 ; 在 60多个国家实施了 100多个优惠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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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目 ; 向 110多个国家无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 为 100多个国家培训

培养了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 213万人。另外 , 中国政府已与亚、非、拉美和

南太地区的 46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 , 免除这些国家对华部分到期债

务。① 考虑到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高 , 经济增长速度快 , 在经济崛起过程中

外部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 , 因此 , 有必要相应地增加对外发展援助的规模 :

首先 , 可以考虑适当整合中国的对外援助。当前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形

式包括赠与、无息贷款、援外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和援外合资合作

基金等。由于种类复杂、管理多头 , 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 使得我国对外发展

援助缺乏统一的口径。建议对当前各种渠道的对外发展援助进行整合 , 取消

原来的分类 , 重新划分为无偿援助和援助贷款两类 , 按照国际准则计算优惠

程度。

其次 , 要根据经济发展前景制定分阶段的对外发展援助目标。随着中国

经济开放度的增大和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 , 可以预计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将

会提高 , 因此 , 政府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提高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收入

总值的比例。

最后 , 由于对外援助受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和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

重的影响 , 因此不能盲目扩大对外发展援助 , 而是要与国内的财政收入和公

共社会支出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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